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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BB_98_E7_9A_84_E6_c122_483346.htm “沉默权”作为一个

法律概念传入我国，为广大法学专家及法律工作者所关注，

还是近两三年来的事。1998年，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

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第14条第三项规定：凡受刑事

指控者，“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据此，围绕是否应该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赋予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以沉默的权利，各种研讨争议如火如荼，赞成与

反对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实，在国外沉默权早就不

是一回新鲜的玩意，它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英国十二世纪早

期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的对立以及个人反对教会法院纠问程

序的斗争，直到十七世纪，在著名的利尔伯恩案中，利尔伯

恩以“自己不能控告自己”为由，拒绝宣誓与向法庭供述，

他的做法得到英国最高立法机构议会两院的认可，从而确立

了沉默权制度的基本雏形，1898年，英国首先在其《刑事证

据法》中明确规定沉默权是英国刑事法律的重要原则之一。

从历史上来看，沉默权制度的确立一开始就与反对纠问程序

，反对自我归罪原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对纠问制度

和如实陈述义务这种违背人的主体性原则，侵犯人的基本尊

严与自由意志的野蛮司法程序的一种反对，是正义向非正义

的宣战，理性对非理性的否定，它的确立体现了文明的成功

和人类的进步。 历史步入到21世纪，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

在其宪法或刑诉法中确立了沉默权规则，我们常在西方的电

影或电视节目里看到这样的镜头：警察抓住犯罪嫌疑人后，

总不忘说这样一段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



可能成为在法庭审判中对你不利判决的证据”，这就是著名

的“米兰达忠告”，也是西方司法实践中对沉默权最深刻的

诠释。它来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最高法院这样的一个

判例：米兰达是一起案件被告人的名字，在那起案件中，公

诉方起诉的主要证据就是被告人米兰达对警方的供述，后来

法院判处米兰达犯有绑架罪与强奸罪。米兰达不服判决，上

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声称他在接受警察的讯问时不知道自己

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也不知道自己对警察所说的话会成为法

院定罪的证据，所以才违心地承认了自己有罪。最高法院的9

名大法官经过评议，最后以5比4的票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撤

销了原审法院的判决，规定警察在对被捕者进行讯问之前，

必须告知其依法应享有沉默的权利，否则，警方在此之后获

得的口供将不得用作审判的证据。此后，沉默权规则作为刑

事法治的重要内容，不仅在世界各国已得到普遍确立，而且

其精神也被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关于刑

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

则》等许多重要文献所确认。 在我国，“重口供，轻证据”

的纠问式追诉制度一直统治着整个封建时期的刑事司法实践

，口供作为“证据之王”的迷信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产生着根

深蒂固的负面影响。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一段时间以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又成为我国法律刑事政策的重要原

则，不可否认，在当时敌我矛盾尖锐，阶级斗争激烈，国内

外形式错综复杂的特殊情势下，这一原则对巩固新生的人民

民主政权，保持对阶级敌人的高压态势与心理震慑确实发挥

过一定的作用，但其过份强调的国家、社会保障功能，而忽

视对人的主体性尊重与保护这一流弊，随着社会的发展、文



明的进步而日益凸现，其貌似合理的表述正日益受到国内外

法学者的尖锐抨击与深刻批判。 步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

，在一片颂扬声中隆重出台的新《刑事诉讼法》也无可避免

地受到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定势的影响，其93条

规定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摒弃了对人的主体性权

利的尊重与保护，完全违背了“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

的司法原则与司法理念，不能不说是我国刑诉立法史上的一

大遗憾。虽然我们充分考虑到诸如国外的立法体例，并不失

时机地紧随其后补充了对于“犯罪嫌疑人对与本案无关的问

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且不论这种补充有无法律上的价

值，单就“问题与本案是否有关”这一判别标准，在司法实

践中就会有千人千面的不同理解。近几年来，与我国社会发

展、文明进步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刑事侦查部门的警察暴力与

刑讯逼供现象，成为制约我国法治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瓶

颈，更是我国长期以来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

政策所形成的流弊。 同时，“如实陈述义务”也是对同一部

《刑事诉讼法》第12条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的相悖。 

从举证责任的分配来说，对一个在法院判决之前，尚无法确

定其是否有罪的嫌疑人来说，他首先应被推定为一个无罪的

人，控告其有罪的举证责任理应由追诉者承担，而“如实陈

述义务”要求嫌疑人如实陈述，自证其罪，违背了“谁主张

、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不利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

。反之，否定“如实陈述义务”，保障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

沉默的权利，就是对“无罪推定”这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

确认。 其实，抛开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沉默权是可以在

我国最高层次的国家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找到相



应渊源，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的自由。其中的言论自由可谓沉默权的渊源，

既曰言论自由，则应包括有两层意思：一是有说的自由，也

有不说的自由；二是有这样说的自由，也是那样说的自由，

其中第一层意思当是第二层意思的基础，如果连说与不说的

自由都无法保障，又何来真正的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体现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也就是当事人有陈述与不陈述的自由，

而这种自由就是沉默的权利。 至于沉默权制度的实施是不是

象有的学者所疑虑的那样，必然会导致司法成本的加大，从

而不利于侦查工作的开展，不利于打击犯罪呢？诚然，口供

有其不可替代的便捷性，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种刑事侦查

技术的改进，特别是生物工程、登记处技术、电子技术等在

司法实践中的逐步应用，侦破案件将越来越弱化对口供的依

赖，而处决于人员的素质与科技的创新，沉默权制度的实施

在很大程度上会促使我们大力加强侦查队伍的业务素质建设

，加强侦查工作中的科技应用，从而提高办案的效率，有利

于更加准确、及时、有力地打击犯罪。况且，在现阶段侦查

能力、人员素质和技术应用还相对比较落后的国情下，我们

还可以通过对沉默权制度的改进来限制其不利作用的发挥，

即在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的同时，也赋予法

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允许法官就沉默的特定事实、特定

情况作出对犯罪嫌疑、被告人不利的推论。 值得庆幸的是，

在一段沸沸扬扬的争论之后，事情逐渐变得平静下来，关于

沉默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是否移植的思路也变得日益清晰

，更有一些敢于“吃螃蟹”的司法机关已将沉默权运用到司

法实践当中，陆续实施了“告知制度”“零口供规则”等富



有探索性的制度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法治的过程本身就是一

个不断扬弃、吐故纳新的过程，只有高扬起理性、自由与人

权保障的大纛，才能最终走向文明、走向进步、走向真正的

法治繁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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